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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比较优势到规模经济
———重新认识东北经济

蔡 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与国家间的赶超不同，国内地区之间赶超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和趋
同。自 21世纪初中国实施各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来，就解决最紧迫问题而言，相关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分别
达到了应有的效果。然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这对区域均衡发展
战略也提出新的挑战。在过去几轮东北振兴战略之后，东北地区应抓住制造业升级优化、提升价值链位置的
新机遇，利用自身规模经济优势，从改善营商环境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入手，实现自身的赶超目标，成为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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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在新中
国成立以来，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1952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
国 GDP 的 12．4%，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全国占比高
达 23．0%。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1952—1978年) ，
东北地区对全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13．4%，第
二产业增长贡献率为17．4%。在改革开放后的一
段时间里，东北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如 1978—2000
年期间，该地区对全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9．6%，
第二产业增长贡献率为 10．3%。21世纪初开始实
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对全
国的 GDP 增长和第二产业增长贡献率分别下降到
5．9%和 4．9%。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旨在
提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把该战略实
施多年之后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增长率
低于其他许多地区，看作是战略成效不显著的表
现。然而，东北的经济发展是比赶超发达地区目
标远为复杂的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

既是赶超的对象也是赶超的主体，东北振兴战略
的性质与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的均衡发展战略应具
有不尽相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拟从探讨几
个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入手，重新认识东北经济，尝
试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误导的地区赶超理论和经验依据

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意图，是使相
对落后的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
无论就其本质而言还是就其出发点而言，区域均
衡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也有赶超发达地
区的意图，无论是提出并实施某种地区发展战略，
还是制定并实施某种特定政策，也都属于赶超战
略的范畴。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和获得的早期关
注，实际上大多是关于赶超战略的理论、方法和政
策的讨论［1］。

赶超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应该遵循什
么样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发展地区经济，才能实现
对更发达地区的赶超呢? 我们先从国家的赶超战
略及其实施效果谈起。按照林毅夫等的概括，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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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家的赶超战略分别遵循两种大相径庭的原
则，一个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常导致赶
超失败; 另一个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成功
实现赶超的案例通常属于此类［2］。中国改革开
放前后的发展成效，是对这两种赶超战略实施结
果的最好诠释［3］。

中国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实行的重工业优
先发展战略，是同当时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的资
源禀赋相违背的。为了降低工业化成本，就要
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并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
差; 为了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就要建立起高度
集中的资源配置体制和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
业体制; 为了防止生产要素的自发流动，就要形
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制
度“三驾马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微观
环节缺乏激励、宏观层面资源配置低效率、经济
结构失调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弊端。作为实施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这个时期虽然建立起
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也使经济发展付出了
巨大的资源代价，同时也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
的赶超。

改革开放以来，从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
开始，农户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
力的权利，企业也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随着
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
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随着产品市场和
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发育，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农业转移劳动力满足了沿海地区外向型
制造业发展的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被转化为劳动
密集型产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了资源比较
优势，在国际市场赢得了竞争力，也由此创造了经
济高速增长奇迹。

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
和经验依据有两个渊源。第一个是德国经济学家
霍夫曼根据若干工业化国家统计经验得出的结
论: 无论资源禀赋、影响布局因素以及制造业结
构，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必然遵循一个统一的模式:
从生产消费品提升到生产资本品［4］。表现为一
个系数关系就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消费
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即霍夫曼系数

趋于降低。既然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是工业化的
高级形态和归宿，那么跨越生产消费品的阶段直
接以重工业为优先序，岂不更符合赶超要求?

第二个理论渊源是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的
增长模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不能从国外
流入的假设下，他证明，投资越多地配置在生产资
本品的部门，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最终越能形
成资本品生产部门与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
发展［5］。与此相关的经验基础似乎是，在以小农
经济为特征的工业化启动阶段，对消费品的有效
需求不足，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这个生产资
本品的领域，可以利用其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的
特征，帮助打破市场瓶颈，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并
希冀在未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应该来自由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开创，并由现代经济学家
俄林、赫克歇尔和萨缪尔森等人发展完善的国际
贸易理论。这个众所周知的理论的最终形态可以
简单概括为: 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
每个国家分别从事凝聚不同要素强度产品的生产
并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国家之间进行产
品贸易且均能获益。基于东亚一些经济体成功实
现赶超的经验，林毅夫等把这个原理引申为一个
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形成相应的产业结
构，可以最充分地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提高最稀
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在开放的条件下把资源比
较优势变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故在国家
层面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6］。

如果说比较优势原则可以用来指导形成国家
发展战略的话，该原理却不是一个国家内部欠发
达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理论依据，因而也不应该
以此原则为指导制订地区发展战略。这是因为国
家之间经济互动与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经济互动具
有不同的性质。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比较小，产品贸易却相对容易。因此，按照比较优
势原则把生产要素禀赋特征转化为具有不同要素
密集度的产品进行交换，各国相当于输出相对丰裕
的生产要素，以此交换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

然而，在一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
动性很强，特别是在存在要素市场的条件下，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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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可以无障碍地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
区。如果依据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作出判
断，以为该地区可以靠发挥与之相关的比较优势
形成专业化生产，事后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早
在与资源禀赋或要素相对稀缺性相适应的产业结
构形成之前( 甚至在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形成之
前) ，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便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或要素相对稀缺性特点，固然
可以在事先认识到并且作出判断，比较优势却只
能是依一系列条件而实现的。可见，比较优势原
则并不是地区赶超的理论依据。

二、关于地区赶超的理论依据 ABC

这里所说的 ABC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基础知
识”或“基本原理”的意思，而是对地区赶超两种
理论依据的简称，即分别是后发优势( 英文为 ad-
vantage of backwardness，简称 AB) 和趋同( conver-
gence，即 C) 两个经济增长理论。前面我们指出
了比较优势不是地区赶超的理论和经验依据，现
在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看，经济
增长理论中的后发优势和趋同假说，可以作为我
们认识赶超现象的参照框架。

图 1 世界经济趋同的趋势

资料来源: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https: / /data．worldbank．org /

后发优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首先提出
的一种假说，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在诸多形态特征
上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反而具有这种有助于赶
超的“源自落后本身的优势”［7］。极简而言之，这
种优势来自于后起国家可以较少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免于支付“试错”的代价。经济发展是在技术、
制度、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的结果，而这些创
新的过程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是在试错过程中
实现的。后起国家恰恰可以引进先行国家的技术，
甄别借鉴其已有的体制和机制，汲取前人付出代价
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使发展过程相对快一些。这对
于国家内部的落后地区来说，不仅道理是相同的，
而且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借鉴相比，更具有可行

性。①

增长经济学家 ( 代表性人物是索洛) 从资本
报酬递减假设出发，认为起点上人均收入水平越
低的国家，随后越倾向于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
度。一旦这个后起国家比先行国家增长更快的过
程持续下去，前者就趋于实现对后者的赶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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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增长经济学家发现，在一些同质性比较强的国家
之间( 如同为欧洲国家) 或一个国家内的地区之间( 如美
国各州之间和日本各县之间) ，更容易发生赶超因而达到
相互间的趋同。这被称为俱乐部趋同。参见 William J．
Baumol，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Ｒun Data Show，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
view，Vol． 76，No． 5，1986，pp． 1072－1085．



所谓的趋同现象。由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和趋同不
仅仅产生于初始人均收入的高低，还需要有诸如资
源禀赋、人力资本积累、投资率、基础设施、市场化
水平、开放度、政府作用等条件的配合，因此，人们
在讨论趋同问题的时候，通常是指“条件趋同”［8］。

后发优势与趋同两个理论假说之间也具有逻
辑上的联系，可以互相印证。例如，趋同所依据的
资本报酬递减假设的存在和各种条件的形成，都
具有后发优势的特质。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区
别两者在内在属性上的差别。例如，两个理论具
有一个依据不尽相同却逻辑关系相互类似的共同
假设，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始人均收入
水平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关系，即初始
水平越低增长速度越高，初始水平越高增长速度
越低。然而，这种关系只能理解为一般性的或趋
势性的。

上页图 1显示的就是这样的趋同现象。图 1
中的两个部分其实是用相同的数据绘制，第二张
图是第一张图的局部放大。两者结合起来，既有
助于我们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
经济呈现出的总体趋同趋势，即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的赶超［9］，也可以从中看出总体趋势中
的差异性表现。同时，世界经济的一些特征也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趋同的预期效应和
多种可能结果。

首先，如图 1所示，1990年人均 GDP 与 1990—
2017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虽然具有一
条负斜率的趋势线，即总体表现出趋同的倾向，但
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即存在着
大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与自身的初始收入
水平并不具有符合预期的联系。由此得到的启示
是，大趋势中总是存在着变异，就单一国家或地区
来说，呈现出异于众数规律的个性化结果也属
必然。

其次，有些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而位居高
收入行列的国家，如果从工业化水平等方面进行
全面衡量却算不上是发达国家，因而也未在上述
趋同关系之列。也就是说，在统计意义上，这些国
家虽然初始人均收入较高，随后的增长表现通常
却无关，因而并无实质性地对世界整体的趋同关

系作出贡献;在政策含义上，诸如此类国家或地区
既不是后起国家的赶超对象，而且由于存在着诸
如“资源诅咒”等特殊原因，反倒应该作为避免重
蹈覆辙的反面教材。

最后，许多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属于低收入组，
然而却尚未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的国家或地区，仍
然挣扎于低收入均衡陷阱之中，因而也不能实现应
有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趋同是一个对经济发展
均衡化的事后统计描述，而不是一种发展手段，并
不存在什么自然而然、唾手可得的后发优势。

实际上，现实中表现出的趋同现象都是“条
件趋同”。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经济学家通
常把一组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为
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看初始人均收入与随后经
济增长绩效的关系。而这些“条件”则可以包括
所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
满足这些条件，特别是如果不能满足其中最为基
本的条件，初始人均收入这单个因素就并不能保
证随后的经济增长绩效。

三、区域均衡战略何以存在效果差异?

经济史表明，在国家层面推行重工业优先发
展战略，无一成功案例。对此，苏联、中国和印度
三个大国可以提供最典型的实践及结果证据。苏
联从 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度从 1956年第二个五
年计划开始，分别正式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该战略的实施虽然的确帮助国家建立起重工业为
主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加强了不可或缺的国防能
力，但是，由于与之俱来的激励缺乏、资源错配和
其他体制弊端，最终使长期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在该战略实施的年代，这三个国家无一
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赶超。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苏联经济的全要素生
产率始终为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并最终陷
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也是其国家解体的重要经济
原因。印度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开放举措，
近年来逐渐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然而，迄今为止
制造业比重仍然很低，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
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按照资源禀赋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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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成就。从事后的角度看，中国
这个时期的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确获益于遵循
了比较优势原则。从这个意义上，将其概括为一
个比较优势战略也无不可。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按照比较优势
原则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是通过改革开放形成
有效的激励机制、赋予微观主体自主配置生产要
素( 特别是劳动力) 权利、引进外商投资和扩大对
外贸易的结果。既然生产要素跨越城乡、区域和产
业的流动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意味着在市场发育
和运作过程中，各地区生产要素禀赋必然发生变
化，比较优势战略也就不能用来实现地区赶超。

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扬认为一国内各地区
应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因而预期中国改革开
放以后地区专业化水平应该得到提高，并以此作
为整体效率的来源。因此，当他看到相反的情形，
即各省争相发展相同的产业，甚至省与省( 如浙
江与上海) 之间发生争夺原材料的贸易摩擦 ( 如
著名的“蚕茧大战”) 时，只好作出所谓增量渐进
式改革诱导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的解释［10］。他
本人对这种说法并没有作出站得住脚的经验证
明，因而其判断不能令人信服。

实际上，这个案例恰恰说明，一国地区之间初
始禀赋差异并不能等同于各地的比较优势。而
且，即便出现由资源禀赋特点决定的地区专业化
格局，也仅仅是短暂的现象，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
条件下，地区间竞相发展同类行业与相同行业的
企业之间竞争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里，诸方面
追逐的是盈利机会而非制度租金。①

我们不妨做个模拟性的推导: 就争夺蚕茧原
料来说，浙江省内两个地级区域绍兴与嘉兴之争，
与浙江与上海之争，很难说有本质的差别;而嘉兴
下面两个县级区域海盐与海宁之争，也与地级区
域间的争夺别无二致。如此继续推论，所谓的地
区原材料大战归根结底是企业竞争，只不过在改
革的特定时期地方政府介入其中而已。随着生产
要素流动越来越充分，产品市场的分割终究要消
失，扬教授所臆想的那种依据要素禀赋差异而形
成的地区专业化格局，如果一度的确形成的话，终

究也会消失。
曲玥等研究发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形成的过程中，从国家整体看固然是劳动力丰富
这一要素禀赋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国
内的地区布局角度看，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和配套
能力等规模经济因素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
用［11］。实际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与其说来
自于区域经济的专业化，不如说来自于生产要素
流动和再配置。蔡昉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改
革开放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贡献因
素，是劳动力跨地区、跨产业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
配置效率［12］。

无论是扬认为比较优势应该导致地区专业
化，还是其他学者把比较优势原则作为地区赶超
的依据，在中国经济发展事实面前均遭遇理论与
现实不一致的尴尬，从学理上也都不可避免地难
圆其说。有趣的是，扬教授用来讽喻中国改革成
效的语境，其实恰好可以用在他自己的研究结论
上，即由于他所秉持的理论出发点具有过于狭窄
的认知域，一旦将其应用于一个非具有广阔视角
则无法理解的全方位改革开放过程，便如同走在
剃刀之刃上，备感狭窄和痛苦。②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均
衡发展战略。从 2000年开始，先后推出了西部大
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
战略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由于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相提并论的，
并且随后在 2004年又明确了中部崛起战略，所以
我们将其合并在一起作为中西部开发战略，以之
与东北振兴战略进行对比分析。

按照条件趋同假说，如果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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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便在改革过程中因实施双轨制过渡的方式，而
在一定时期产生和存在“制度租金”，无论由于寻租本身
的套利效应还是改革的推进，都使租金和寻租只能是短
暂的现象。在这个特指的案例中，生产要素流动最终会
抹平地区之间的禀赋差异。

印度古代哲学典籍《奥义书》中有一句名言: 智
者说，通往救赎的路狭窄且痛苦，如同走在剃刀之刃上。
扬引用这句话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并且以“剃刀
之刃”作为自己文章的标题。



要取得预期的赶超效果，必须在实施中为相应地
区创造出所需的基本发展条件，即缺什么补什么。
正如图 1所显示的那样，在全球经济趋同这个大
的态势之下，仍然有诸多单个的经济体因其各具
独特性和差异性，增长表现有所不同。从理论上
说，许多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经济体，常常会产
生彼此靠近的物以类聚表现，并以此“同类项”区
别于彼“同类项”。由此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北
地区不是同质的，具有不尽相同的发展短板以及
政策需求。

例如，在图 2中我们把全国各省 2000 年人均

GDP 与各省在 2001—2018 年期间年均实际增长
率对照，从具有负斜率的趋势线可以看到一定程
度的趋同倾向。其中，就东北地区来看，吉林省相
对而言起点低，因而随后呈现趋同倾向的情形，而
辽宁和黑龙江的初始人均收入则处于较高水平，
因而随后也没有显现出更快的增长速度。从初衷
来看，无论是针对两组异质性的地区采取相同的
战略予以推动，还是预期取得相同的政策效果，都
值得反思，而不能简单评说战略实施的成败。下
面，我们结合中西部发展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实
施中的主要举措，观察其适用性和效果的不同。

图 2 初始人均 GDP与随后时期增长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stats．gov．cn

首先，倾斜性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可持续性
不同。正如任何赶超战略都必然作为重要关注点
一样，补足经济落后地区资本积累不足的瓶颈，是
必不可少的政策举措。在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中，中央政府实施了倾斜式的政策，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投
资。特别是，这种倾斜性投资与应对世界金融危
机的刺激性政策举措，以及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
的政策倾向结合起来，使得战略实施后这些地区
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在相关战略实施之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体来说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跳跃。譬如，把

2001—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
长率与 1991—2000 年进行比较，中部、西部和东
北地区分别提高了 11．8、8．6和 16．3 个百分点，均
明显大于没有特殊区域政策支持的东部地区( 仅
提高 4．6个百分点) 。

但是，如果说中西部作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是瓶颈制约的话，东北地区
只是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如此。因此，当政策效应
集中显现之后，两类地区的资本形成可持续性便
产生了巨大的分化: 在中西部地区仍然保持较快
的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东北地区投资增长大幅
度跌落。2011—2017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投资年
均增速为 14．0%，东北地区则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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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体制遗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强度有所不同。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轨，通常国有经济比重会降低，相应地非公有经济
比重提高。反过来，如果在起点上一个地区经济
增长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国有经济的资产形成来推
动，则可以预期，该地区传统体制遗产对随后的经
济增长会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

例如，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可能从占用资源
要素方面形成垄断，对非公有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习惯于依靠大型国有经济支撑地区经济增长、财
政收入、就业创造，则不情愿形成“创造性破坏”
的竞争和创新环境;形成过重的政策性负担，并以
此为借口寻求政策保护; 面对需求的变化和产业
调整的要求时尾大不掉。图 3 显示，在区域均衡
发展战略开始实施前的 2000年，东北地区国有控
股工业固定资产现值与 GDP 的比率，明显高于东

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
最后，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着力点及效果不

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所有区域平衡
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倾斜政策中最具
有含金量的举措。从积极的方面说，无论是中西
部还是东北地区，都依靠这种政策推动建立了城
乡社会保险体系。然而，东北三省作为国有重工
业企业集中、资源枯竭特点突出的地区，更大的财
政转移资金被用来支付遗产成本，解决下岗、失业
和提前退休职工的补偿，以及填补职工养老保险
缺口等问题。在这些省份依靠转移支付资金把生
产性职工安置为非生产性人员的同时，中西部地
区却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推动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产业和企业，把人口
红利兑现为城乡居民收入。

图 3 国有控股工业固定资产现值与 GDP比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stats．gov．cn /

四、东北振兴:比较优势还是规模经济?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省情和区

情、所需的发展条件各异，都决定了不能指望用相
同的发展政策促成同样的赶超效果，甚至也不应
该用相同的期望值进行效果评价。东北振兴战略
实施以来，在解决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地区的
职工安置、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发育产品市场

和要素市场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系
列民生指标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在一段时间里也
实现了合理的经济增长。从事后来看，如果我们
从对于东北地区当年所遇到困难的特殊针对性出
发，为其设定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的目标函数，应
该说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是差强人意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该地区的经济
增长的确不尽如人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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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增长速度减慢是正常的。东北经济引起人
们关注，关键是其相对于其他地区，增长速度下滑
的趋势更为严重。我们在讨论实施区域均衡发展
战略时，通常是以东部地区为参照，希望其他地区
能够取得更好的赶超效果，实现相对快的增长速
度。如果东北地区不能保持其快于东部地区的增
长速度，甚至还持续慢于东部的增长，两者之间的
发展水平差距则会扩大，赶超的目标就难以在中
近期实现。

以东部地区 GDP 年均增长率为基准，我们可
以发现，从开始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直到 2012
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处于赶超东部地区的
发展态势之中。只是在 2012年中国经济整体明显
减速之后，在中西部地区仍然保持较之东部地区更
高的相对增长率的同时，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
行更为显著，相对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图 4) 。这就

是为什么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新东北现象”的原
因。应该说，对东北经济进行过认真研究的人们，
并不是想得出东北经济衰落的结论，也不应该沿
袭传统观念探讨东北振兴之路，而需要找到东北
经济再振兴的新机遇和新思路。

无论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之前还是之后，从
工业基础、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条件来看，东北
三省都不能算是落后地区，但是，鉴于目前和预期
的该地区经济增长表现，我们应该对其提出设立
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对象的赶超要求目
标。为达到赶超的目标，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战
略性思考:第一，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大格
局中，找准自身再振兴的新机遇; 第二，把自身既
有的积累和基础潜力挖掘出来，作为赶超所需的
基本发展条件;第三，把自身与东部地区的关键差
距找出来，充分利用赶超的后发优势。

图 4 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来地区相对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stats．gov．cn /

随着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2004 年第
一次出现以民工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
现象。进而，随着 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入
负增长，长期支撑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无
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
造业比较优势也迅速弱化。从 2006年开始，在人

均 GDP 刚刚达到 3069 美元 ( 2010 年不变价) 这
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
高达 43%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就开始下降，从 36．2%降低到 2017 年的 29．3%。

按照国际经验，制造业比重下降通常是发生在国
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因此，中国这个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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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来得太早，需要予以遏制［13］。
中国制造业比重之所以遭遇早熟型的下降，

原因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比
较优势逐渐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相对下降，
与此同时，这一效应却尚未被资本( 技术) 密集型
领域提高的市场份额所抵消。虽然由于中西部地
区尚有一定的成本优势( 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
成本) ，加之该地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方面
条件的改善，形成了一个制造业从东向西的转移
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统一的，
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并不能长期维持。可见，稳定
中国制造业比重，需要另辟蹊径，即着眼于提升其
价值链位置。

一项研究表明，在 1998—2008 年期间，在中
国制造业的区位决定因素中，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产业配套等聚集效应( 或称规模经济效应) 的
作用下降了 46．5%，同期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等
成本效应( 或称比较优势效应) 的作用则提高了
80%［11］93－109。这无疑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
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邻国转移的原因。就其性
质而言，随着制造业在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该产
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将
再度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恰好是东北地区的发展机遇。作为新中国
工业化的先行者，东北地区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
制造业基础并不薄弱。东北地区所需要的是找到
突破口，投身制造业优化升级过程，在重塑自身并
赢得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其基础条件的作用才能
得到发挥。以人力资本为例，从每万人常住居民
对应的大学本专科在校生数字看，东北地区与其
他地区相比都占有优势，然而，从企业研发人员占
比和企业研发活动频率看，东北地区却排在后面
( 见右表) 。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不活跃地区，即
便培养了人才也不能为己所用，不能转化为生产
率的提高。可见，把诸如人力资本流量这样的优
越条件转化为提升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动能，需
要一个临界最小突破力。

这个临界最小突破力应该来自把既有优势条
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
优化的有利源泉。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以沿海地

区为参照，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机制，可以
作为后发优势帮助实现赶超。研究者根据“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
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
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五个方面，为全国和
各省构造了总体和分项的“市场化指数”［14］，我
们可以借此研究成果，找到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水
平上的短项。

表 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 2017年，%)

在校本专科生 研发人员比重 研发活动

东部 1．97 3．69 16．24

中部 2．07 2．97 11．65

西部 1．86 2．53 8．59

东北 2．27 2．61 6．22

注释:三个指标分别为在校本科和专科学生与本地常住人口

的比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占企业就业人员的比例、有研发

活动的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

资料来源: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9》、辽宁

省统计局《辽宁省统计年鉴 2018》、吉林省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年

鉴 2018》、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年鉴 2018》、国家统计

局《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13》

虽然用于编制市场化指数的各项指标并非关
于市场发育水平的充分信息，但是，这个成果仍然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地在培育市场发挥资源配置
决定性作用的相对进展，找到瓶颈从而加以改善。
特别是，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表明，
后起国家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也具有后发优势，
即可以取得比先进对手更快的改善。此外，中国
聚焦自身短板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在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排名中一年即提升 46位的经验，也值得
推崇和借鉴［15］。

总体而言，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指数总得分中，
在 2008—2016 年期间与全国一道获得很大的进
步，在多数分项中也有提升，并且在所有的得分中
均高于西部地区，有些也高于中部地区。但是，如
果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
距( 下页图 5) 。这些差距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
环境”。再深入一步看，前一项差距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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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政府对企业实施了过
多的干预，后一项差距则主要表现在东北地区与

东部地区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14］。

图 5 东北与东部在市场化指数方面的差距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第 34－35页

市场化指数所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虽然内
容有限但具有代表性，标志着东北地区应该着眼
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吸取自身长期以来积累的
教训，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取得市
场配置资源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恰当平衡。一旦通过改善
营商环境，激发起经济主体自身发展动力，形成充
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这一地区的历史、基础和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都将成为赶超的有利条件。

五、结语和政策建议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实施各种区域均衡发
展战略，分别针对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取得了应
有的效果。然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旷
日持久的课题，一定时期里的紧要问题解决之后，
还会出现反弹，也不可避免产生新的问题。包括
东北振兴战略在内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面临着新
的挑战，需要新思路和新作为。当前，应对东北地
区经济增长下行趋势，需要从政策上澄清一些认
识，抛弃历史遗产中的负面因素，将其中正面因素

转化为赶超条件，借助新一轮振兴战略走出困境，
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首先，从着眼寻找“比较优势”，转向立足发
挥规模经济效应。以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相对
价格为表征的区域差异，终究会随着各种要素跨
地区充分流动而消失。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比
较优势”，不是国内地区之间的赶超和趋同的理
论依据，不应成为各地区制定赶超战略的指导原
则，各地更不应为了强调这个“比较优势”而妨碍
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从长期看，保持中国制造
业大国地位，出路不是寻找传统比较优势的空间，
而是挖掘规模经济潜力。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以
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条件，都可以转化为有利于制
造业升级优化、提高价值链位置的规模经济优势。

其次，刷掉产业结构“锈迹”，实现制造业优
化升级。国内外经验教训表明，包括国际上诸多
著名“锈带”在内的经济困难地区，摆脱困境的
“等”“靠”“要”传统思路都未能奏效。如资源枯
竭型地区等待能源价格反弹，夕阳产业集中的地
区依靠短暂的产业景气，历史包袱沉重的地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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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财政补贴，都不能自然而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对东北地区来说，把曾经有过的上述机会仅仅作
为赢得时间的手段，主要依靠自身工业发展基础，
刷掉“锈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避免产业空
心化，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最后，从强调保护性的产业政策，转向营造
“创造性破坏”的竞争环境。中国经济从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
投入型转向生产率提高型，而生产率源泉则从主
要依靠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越来越依
靠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在这个大背景下，
产业政策必然包含越来越多的平等竞争因素，其
实施方式也必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地区经济
来说，以获得政策性支持为取向而实施产业政策，
不再是培育增长动能、形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可持
续源泉。在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东北地区的
发展必须全身心地依靠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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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Economies of Scale
———Ｒe－understanding the Economy in Northeast China

CAI F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catch－up between countries，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catching up
between domestic regions is not a comparative advantage，but a 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 and convergenc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the rel-
evant regions have achieved their respective eff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erms of solving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s． However，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still exist and present a series of new fea-
tures，which also pose new challenges to the regio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the past rounds of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the northeast region should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upgra-
ding and optimiz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value chain，use its own e-
conomies of scale，and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arket allocation resources，which can achieve
its own catch－up and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conomies of Scale; Catch－up Theory; Convergence; The Economy in
Northeast China; Strategy of Ｒ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

The Basic Experience，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Chinese－style Prevention and
Ｒesolution of Financial Ｒisks”in 70 Years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ased on Subject－Content－Mode
SUN De－chao，ZHONG Li－li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ummative thinking，this paper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lear
perspective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Chinese－styl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financial risks”through con-
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subject－content－mod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Chi-
nese－styl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financial risks”includes combining horizontal party－government with
vertical center and localities to form a strong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combining“risks prevention”with“de-
velopment promotion”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combining indicator gov-
ernance with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ath support． The challenges to be faced in the
new era consist in the contents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there has not yet formed the pattern of multi
－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 as to redu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erms of the
content，the synergy between“risks prevention”with“development promotion”is insufficient so as to weaken
the dynamic support; in terms of the mode，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target is not smooth so as to in-
duce many governance dilemmas． It is necessary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subject－content－mode”to construct
the pattern of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financial risks，enhance the synergy between“risks prevention”and“development promotion”to form a long
－term mechanism for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financial risks，and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indi-
cator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Financial Ｒisks，Ｒisk Prevention，Development Promotion，Coordination，Indicator Governance;
Featured Experienc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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